王陽明的三教辯證與教學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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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文談王陽明的三教辯證與教學風格，旨在說明陽明對道佛兩教知識系統的意見，以及他的特殊教學風格。陽明早年既學仙道又究心禪佛教事物，但龍場悟後，即建立自己的儒學思想系統，從此道佛兩教相關事務便不再放在心上，偶有弟子問及，皆明快回答處理，表現了成儒者一家之言後的王陽明三教辯證的具體意見，值得研究。然而，陽明辯證於道佛的語言畢竟只是表面上的對話，陽明自己的哲學立場才是決定三教辯證立場的關鍵，理論上說，這便是陽明的形上學立場問題，可是，王陽明不是一個形上學色彩濃厚的儒學家，王陽明是一位實踐成功的儒者，以其深刻的洞見與實踐而證說了儒者的價值觀與世界觀，實踐的依據輻湊在良知觀念中，而良知觀念便是陽明形上學的基準，是他的形上學觀念中的最高範疇與宇宙本體，以本體宇宙論的哲學基本問題來說，良知即此宇宙本體。關於陽明良知說的價值意識及存有論特徵部分，筆者已有它文討論，為使陽明三教辯證意見更見明晰起見，此處仍有必要就其良知說的本體宇宙論立場予以介紹，又為了讓他的本體宇宙論清楚起見，陽明未及深論但事實上存在的氣稟說的立場亦需予以解明。討論完他的良知說之本體宇宙論特色及氣稟存有論立場之後之後，再進入他的三教辯證意見的說明中。另，陽明智悟過人，龍場後弟子開始聚集，一生兵馬倥傯之際未嘗停止講學，講學不只建立學說更見影響人心，其與弟子言語互動的教學紀錄顯現了對人性的透徹與對良知教的自信，其教學風格十分值得介紹。有以陽明近禪，依其教學風格，亦確有近似之處，但仍只是風格近似，而非立場相同，關鍵仍在價值意識與世界觀的差異中，陽明是站在儒家價值意識及世界觀理念的基礎上對弟子進行教學引導，與禪師弟子言語互動便只是外在形式上的相近而已，但就是這樣的近似的風格即是極有特色的地方，本文將予介紹。
2、 良知說的本體宇宙論
陽明的良知說有本體宇宙論的意義在，因此有辯證道佛的理論功能，這是本節要討論的重點。本體宇宙論雖是形上學議題，但是，陽明卻不是一位好的形上學家，陽明對形上學的問題沒有根本的興趣，朱熹所重的理氣論是形上學議題，陽明對此議題沒有深入討論的興趣，但是，陽明系統中對於說明人之為惡現象，亦是使用氣稟說，氣稟說即是形上學議題，但陽明僅是使用此說，視為當然，卻未及論其所以然。氣稟說是形上學問題中的一部份，是人存有者的存有論義之形上學，至於整體存在界的本體宇宙論問題，陽明談不上有系統性的的討論，但是，良知說是陽明的哲學金鑽，良知概念被陽明提升為有本體宇宙論的最高道體的地位，不過，雖然提昇至最高道體，但是問題意識並不十分明確，雖不明確，卻不能說陽明沒有這樣的宗旨立場，也就是在本體宇宙論的最高道體的良知概念定位下，陽明可以以儒家的良知道體涵蓋道佛的哲學體系，收攝道佛世界觀形上學於儒家系統中，並吸收道佛工夫論觀念以為己用，而達成他的三教統一，以及以儒闢道佛之說法。以下，即先介紹他的良知道體說，下節，再說明他的氣稟概念的使用。參見：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閒更有何樂可代。」

說「生天生地，成鬼成帝」表面上就是本體宇宙論的敘述，但良知本是主體的主宰，說為天地之性可也，說為道體的價值意識可也，但說為本體宇宙論的道體就應該含有宇宙發生論的意味，而陽明此文就有宇宙發生論的意味，但如果說良知就是氣化無形之本體，便是超出了良知概念在《孟子》文本中的義涵，不過，陽明亦確實有此使用方式，另見：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

「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

張載以太虛無形氣之本體說太虛，太虛即道，因此道之太虛義涵即是有存在始源的功能在。以上兩文，一則以良知說流行之氣，一則以良知說即此太虛之流行，因此在陽明使用中的良知概念，即是有了本體宇宙論的存在始源義，亦即氣存在義之以太虛而說者。當然，良知更是價值本體，因此道體之價值本體義與宇宙始源義兩義具在良知概念中，故而良知當然可以作為工夫主宰，所以「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我們可以這樣說，良知概念在孟子處本是人性的本質，因此可以直接理解為《中庸》的天命之為性，因此是同於宋儒的天地之性，它當然就是作為心之本體的意思，但是，陽明不但一方面提升良知為價值本體義之道體，更同時賦予它存在始源義之道體義。前者從人性論中直接提升是很可以理解的，後者就是陽明特別賦予的新意。因此良知概念便為一完整的本體宇宙論的道體。然而，良知如何可以作為存在始源義的道體呢？陽明如何說明這一理論上的新意呢？陽明的說明其實不是很成功的，這就是筆者說他的形上學問題意識不深刻以致討論不深入之所在。陽明的討論參見：
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為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為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為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學生對草木亦有良知有意見，學生有此一問，當然是陽明以良知亦為草木之良知而引出的，陽明的討論卻不只是從人的良知是草木的良知說，甚至是說沒有人的良知則草木即不能存在了，而這就有了將良知說為創生天地萬物的道體的意義了。陽明的理論是從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體處說的，五穀禽獸可食用，草藥礦石可醫病，只因同是天地一氣，不僅同是一氣，且此同一氣之發竅最精處，即是此靈明的良知，故而可說天地萬物若無此人類之良知即不成其存在矣。陽明之意如上，但是陽明的討論卻十分跳躍，陽明從良知的靈明入手，以人的良知有靈明，有靈明即謂有知覺意識，天地萬物雖無此知覺靈明，但卻離不開此知覺靈明，否則即無其存在，此知覺意識是使天地萬物得以存在的本源，不過，人心最靈，故而亦得說人心之知覺靈明的良知使此天地萬物得以存在。陽明的討論實在不成邏輯，故而筆者說其所言不清。但雖不清楚，他的意思就是良知已是天道實體，故而與萬物一氣流行，雖然只有人類有此良知靈明，但是天地萬物都是同體此良知靈明的天道實體而有的存在，沒有此天道實體的良知靈明就沒有天地萬物的存在，因此人類的良知，也就是天地萬物的道體了。近似的討論又見：
問：「人心與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益遠矣。而何謂之同體？」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幾上看；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的，鬼、神也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你看這箇天、地中間，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麼教做心？」對曰：「只是一箇靈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箇靈明。人只為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辨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

學生對「人心與物同體」有意見，陽明卻從「感應之幾」上說同體的理由。本文是說人類的良知有靈明知覺的功能，天地萬物甚至鬼神都因為有了人類的良知之靈明知覺的功能才被認識，同時，人類的良知作用亦因有天地萬物以及鬼神的存在才成就了它的作用。這個說法跟陽明在說「心即理」和「物理不外人心」的思路是一致的，就是要有良知的發用才有物理的實現，良知與物理同時作用，因此一齊存在，故而說為一氣流通。陽明自己說，他思考人的良知即是天地的心之思路，就是從感應之幾上看的，亦即是從人可以知覺意識到天地萬物之處而說的，亦即是這是陽明提出良知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的理由。不過這個理由還是一個理論上的跳躍，並不能因為人可以知覺萬物就能使人的良知即同時是主宰萬物的道體，只能說到萬物的被知覺是依據於人的良知之靈明的功能，特別是陽明最後說到死了的人的天地鬼神何在一段，陽明說人死了天地鬼神就不存在了，但是，說天地鬼神的存在本不依個人而說，而是依天地萬物自己的存在而說，雖然陽明的討論意見談不上有效的理論證明，但是陽明的意見就是已經明確地表明了可以知覺萬物的人的良知同時即是天地萬物的主宰，說主宰亦即是說到了道體。同樣是不完整的論證的討論又見下文：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朋友對「天下無心外之物」有意見，陽明以若無其人即無萬物之被知覺說無心外之物。如果談得是道德實踐活動的話，那麼，仁義禮知之價值意識原理之實現不依賴人心是不成的，因此沒有良知發用就沒有價值意識的呈顯，這就是陽明的「心即理」說的意思，也是他批評朱熹「析心與理為二」的思路。但是，這個思路用在論證良知即是天地萬物的存在始源之道體義是不成邏輯的，雖不成邏輯，我們還是必須理解陽明已經有良知即是道體，即是天地萬物的存在始源的定義。
總之，陽明語氣及語意上已經將良知說為天地萬物的道體，即價值意識之本體及存在始源之道體二義兼具，但是如果說他自己有為此做論證的討論的話，那麼他的討論是不成功的，他最多只能說到天地萬物的被認識是因著主體的良知靈明之知覺意識而成立，卻不能說良知即因此具備了生天生物的功能。陽明另外討論到天地萬物與人同為一氣之流行，因此即是同體，此義張載、二程、朱熹皆已論及，但也不能即此就將良知過渡為即是此同體一氣的道體，這在推理上仍是一大跳躍，不過，張載、程、朱之同體一氣的思路亦得推出同此道體的意見，只其尚未以良知概念以說此道體而已，陽明則是將道體概念直接以良知概念接替，良知因此接收了道體概念的本體宇宙論功能，論證雖不合邏輯，意見卻十分明顯。可以批評他不是一位好的形上學家，但不能說他沒有形上學的立場，以此立場，陽明便大開大闔地以良知說批判道佛。

3、 對氣稟存在的存有論的立場

前節中，我們討論了陽明的本體宇宙論，指出陽明論證不是很清楚的形上學問題意識下的本體宇宙論立場，關鍵還是要為良知說張本，接下來，我們還要討論陽明的氣稟說，這是關於人存有者的存有論哲學，是形上學問題意識項下的次級問題。

理氣論是程朱最重要的形上學理論，事實上，陽明是完全繼承此一理論的，只是陽明在自己的學術討論中並未強調此義，此說不是他的哲學創作的要點，但卻仍是他的哲學創說的形上學依據之一。陽明的哲學創作重點在工夫論上，但工夫論不能沒有形上學，從實踐哲學進路說，則是本體宇宙論，從思辨哲學進路說，則是存有論。理氣論則主要是在存有論問題意識下的理論，程朱已發揮得差不多了，陽明沒有異議，陽明有異議的是以「心即理」說以有別於「心理為二」說，但「心即理」說卻是工夫論議題，至於說朱熹為「心理為二」說者卻是對朱熹理論的錯解，是把先知後行的格物致知說，當成知而不行的割裂知行說。至於理氣論的存有論學說，陽明沒有疑異，且直接繼承，參見下文：
來書云：前日精一之論，即作聖之功否？（陽明答）「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為用。前曰「精一」之論，雖為原靜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

本文重點在「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就理氣概念的基本義涵而言，陽明之使用義即是程朱之使用義，而陽明特別要強調的是，無理即無氣，而無氣亦無以見理。意即，存有論上理氣固是二事，然而，理有存有論義的邏輯優位性，有理才有氣；不過，氣則有實踐上的存在優位性，無氣則理無所顯。前一義陽明討論不多，後一義則幾乎是陽明論性氣關係、心理關係、良知與事業關係的共同宗旨。亦即陽明始終是在工夫論意旨上強調沒有主體的實踐就沒有價值原理的呈顯，因此陽明更多的考慮是要主張心理為一、性氣為一、理氣為一的工夫論立場。
陽明談理氣關係的話語不多，但是談氣稟的概念卻不少，氣稟也是存有論問題，陽明的立場就是朱熹的立場，只是陽明更多地淺談一下即轉入以良知為本體的工夫論意旨上而已。參見：
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

本文談人與人之間有氣質之差異，這就是氣稟說的存有論問題。然而，陽明所說的人之氣質清濁粹駁，以及說中人以上以下，以及說人一己百等等，全是朱熹已經說過的理論，陽明可以說完全接受朱熹在存有論上的意見。筆者強調此事，就是要說明不同的哲學理論有其不同的基本問題，朱王理論特色有別，但其不同處並非即有對立性，透過哲學基本問題的解析即能區別宗旨而能相容，至於其它更多的基本立場，朱王之間必須相同，氣稟說即是一例。

陽明對氣稟說有不少討論還算深入的，參見：

來書云：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如何謂明得盡？如何而能便渾化？（陽明答）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渣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些少渣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甚難曉，原靜所以致疑於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曾面論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

學生問如何做工夫把不好的渣滓渾化？而陽明則藉由氣稟不礙工夫之說，強調良知發動必可消溶渣滓。本文中陽明所言之「氣質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渣滓原少，無多障蔽。」，此說仍是朱熹已經發揮得十分詳盡的理氣論項下之理論，陽明立場與朱熹全同，只是陽明不如朱熹更詳盡地深入討論人與人之間和人類與動物之間的理氣存有論結構之差別而已。只是陽明要強調的是，良知本來自明，本就是一靈明的知覺主體，因此氣質渣滓本不可能障蔽，「明則誠矣」。亦即強調以良知為主體，提起本心真做工夫，則氣質不能成為障蔽。朱熹只是沒有使用良知概念於此，但是理論上的立場陽明之說就是朱熹之見。這類的討論又見：
問：「『生之謂性』，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這也是指氣說。」又曰：「凡人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是所謂生之謂性；然卻要有過差。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自是停當。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說，這身行，豈能外得氣，別有箇去行去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當。」

本文是陽明談氣稟存在的文字，也是性氣關係的討論。陽明同意告子所說之「生之謂性」，亦即同意氣稟存在，只是它不能成為良知的障礙而已。陽明認為孟子亦未有否定氣稟存在，說「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這也是指氣說。」但孟子強調以志帥氣，這就是有頭腦，就是以良知為頭腦主宰行為，而不會任氣而行。因此陽明自己也說「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當。」亦即不能分離氣與性而說人類的存有，因此陽明也極為肯定程頤之言：「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可見氣稟存在的理氣論立場完全是陽明全然接受的存有論系統。此處，程頤所說的性即是理，因此程朱主「性即理」之意旨當然必須也是陽明的存有論立場，陽明雖主工夫論上的「心即理」說，但是，「心即理」說不能與存有論上的「性即理」說有什麼對立，朱王之間是哲學基本問題的釐清不足才有的對立混淆。當然，陽明有他的討論重點，以良知為頭腦去實踐就是他的重點，有一點存有論意味的討論者則是，良知的發用不外於氣，亦即就是在踐形中發用良知，藉由著氣稟存在的事實才有主體的德性行動。接近的討論又見：
來書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說？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曉，每看書至此，輒為一惑，請問。（陽明答）「生之謂性」，生字即是氣字，猶言「氣即是性」也。氣即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即是性」，即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為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學生對程頤與朱熹談性與氣稟的兩段話不瞭解，陽明為其解說，基本上就是站在程朱的思路上說明程朱哲學的意思，也就是說，陽明在性氣關係的存有論問題上就是程朱的立場，且文中之討論意旨十分明確。首先，陽明依著朱熹的思路來說明程頤話語意旨的，人既出生活動之後，「才說性」即已是「氣即是性」，是性之「已落在一邊」，因此即是朱熹所說的有「氣質之雜」之性。此外，亦另有孟子的「本原之性」，這是純粹性善的。依張載、程頤、朱熹的傳統，這就是「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區別。不過陽明沒有其他人說得清楚罷了，這是存有論部分。陽明更要重視的，是「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陽明強調的性之需在氣上見，即是說要在實踐中呈顯良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即是說此四端心是氣，四端心可以以情說，因此此說即是指此情是氣，惟此四端心之情是有頭腦的，是「見得自性明白」後之心之情，此時即入於性統其氣的境界，故「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這就是良知起用之後的主體狀態，說主體的狀態無性氣之可分，是說已變化氣質了，因此以性統氣，即是孟子的以志帥氣，私欲皆不得為障蔽了，但這並不是存有論的命題，說存有論的結構則必有性氣之分，理氣之分、氣質之性與天地之性之分。陽明的形上學興趣並不濃厚，存有論討論點到為止，但是一旦他進入存有論討論，則他的意見即不能外於程朱。當然，他可以有他從工夫論進路的意見的特色，即其言於「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之宗旨。也可以說，陽明談到氣稟時主要不是存有論目的，而是工夫論目的，因此都是以發動良知做工夫說收尾。參見以下諸文：
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為良知之蔽。然纔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

本文談情與良知的關係，情是主體的活動狀態，順其自然即是良知發用，有所執著即是人欲遮蔽。本文中陽明要強調的是良知的自覺靈明功能，因此即便有七情的流行，只要順其自然之流行，則都是良知發用，意即當喜怒哀樂即喜怒哀樂，則七情都是善的，只要都能收為良知主管，七情盡量發露都非惡事。只當良知主管不好，七情任其橫行，才會成為人欲，而為良知之障蔽。但是，人皆有良知，而良知即是靈明知覺力，故能自主勘破其遮蔽，因此橫流遮蔽的七情仍得回復自然流行的狀態，此處才更是陽明要強調的重點。下文亦然：
性一而已。仁、義、禮、知，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病兩痛，非二物也。……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即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為物欲牽蔽，不能循得良知。

前文已說明陽明採性氣合一的說法，因此本文中陽明是將氣收為性之狀態來說，而良知又即是性，因此最終是以良知發動來收管所有的氣稟狀態。陽明說性有性、質、情、蔽，其中質、情、蔽就是氣稟的結果，但人畢竟是性在主宰，意即良知才是人的真正主宰，因此直循之即能入道成聖，至於常人，只是不能直循良知，故為私欲客氣遮蔽，因此最後的關鍵還是做不做工夫的問題了。另見：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箇天，只為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箇淵，只為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

學生問格物致知是一節一節工夫，如何透徹入天？陽明以格致工夫即是良知發動，而良知即是天道本體，因此即格致即透徹入天矣。至於為何需格致？那就是人心時有私欲遮蔽之故，也就是說陽明都不反對障蔽的存在，亦即都接受氣稟存在的理論，亦即在存有論議題上都是繼承程朱的理論立場。其實儒學史上沒有人反對此事，孟子言自暴自棄就是明見此事，只是是否對此事展開存有論的形上學討論而已，程朱即認真面對此事而有理氣論的理論建構以為說明，象山、陽明說得少，且特重工夫論意旨，然而，象山、陽明亦皆不可能有在理論上否定私欲遮蔽之氣稟結構的存有論立場，故而偶爾說及時，其理論意旨便需同於程朱。當然還是要回到陽明理論的主旨，那就是念念致良知以恢復此心之本體，也就是要求做工夫的宗旨，也就是要追求最終心即理的境界，但是心即理是工夫論的命題，並不等於否定了主體會有私欲遮蔽的時候，而主體之為私欲遮蔽就是因為主體的存有論結構是理氣共構、性氣共構的，因此存有論上說，陽明不能否定朱熹之言於心者氣之靈爽的話。當代學者以朱熹之心有氣稟限制而陽明良知直透天淵以別異朱王，這是根本上混淆了存有論和工夫論的錯誤見解。
以上說明了陽明在形上學相關問題上的討論意見，並定位了他的語言使用的特徵，即以良知一概念收管天道論的道體二義，亦以良知一概念收管人性論的性氣二義，以此為基礎，儒學概念即是他的所有真理觀及語言使用的地基，既然如此，則陽明如何收編道佛的思路便易於說明了。

4、 陽明對道教的意見
談道家，應有道家與道教兩系，道家指得是老、莊、列的哲學思想，較少它在世界觀或宗教性格，談道教，指得是東漢以降的本土宗教，既有宗教活動的所有特徵，也有世界觀、修煉論的哲學思想部分。兩家語詞文本相近但系統不同，從嚴格的哲學理論進路來談時應予分別，使易澄清。陽明三教辯證意見中有對道教修練術的討論，這是本文要談的部分，至於道家老莊學，陽明所論不多，但是一些人生智慧的觀點上有不少老子型態的思想，但陽明亦從未以之即為老子智慧，從哲學史研究的角度說，我們也無須說陽明受到老子的影響，只需說陽明與老子若干智慧有共同的體悟，但就陽明本人而言，他當然認為這還是儒家的智慧，只是說到高明處有此無為的意境而已。至於莊子、列子，則所論更少。因此說陽明與道家的辯證不如說就是陽明與道教的辯證，事實上陽明明白提出來的，以及回答弟子問題的，都主要就是針對道教修煉術的問題，陽明確實發表了許多意見，但最終可以說都只是儒學立場的申述，而不算真正辯證了道教。陽明時期，道教活動興盛，年輕時即有與道教修煉接觸的紀錄，參見：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寓京師。是年先生談養生。先生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於天下又不數遇，心持惶惑。一日讀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為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為讀書之法。」乃悔前日探討雖博，而未嘗循序以致精，宜無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漸漬洽浹，然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為二也。沈鬱既久，舊疾復作。益委聖賢有分。偶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意。

十有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在京師。八月，疏請告。是年先生漸悟仙、釋二氏之非。先是五月復命，京中舊遊俱以才名相馳騁，學古詩文。先生嘆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為無用之虛文也！」遂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門，先生即命僕迎之，且曆語其來迹。僕遇諸途，與語良合。眾驚異，以為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去，惟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因循未決。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復思用世。往來南屏、虎跑諸剎，有禪僧坐關，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之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什麼。」僧驚起。即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愛親本性諭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

二十七歲談養生有遺世入山之意的經驗，這是因為王陽明求至道的心願尚未找到正確的方法入路，辭章藝能不足以承載他向來的大器，師友交談又沒有宏大的視野，以朱熹之法求學向道，心智所思又不能與實踐意志結合，故曰：「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為二」，亦即還是沒有找到能讓他全身投入的偉大事業，故有捨離世間的想法，而欲向道士學養生知識。
這樣的心情，到三十一歲時猶然，對於友人詩文相交之事，仍然覺得非人間第一等事，仍然只是無用之事，不如去練練氣功。三十一歲的經驗，是他以道教養生術的方法修煉氣功，而有了小小的神通，也考慮就走上此修煉之路，但陽明畢竟思親之情尚在，既不能棄去親情，亦不能棄去家國天下，所以雖有神通經驗，亦不以為是真正至道之事。所以都只是接觸而已，並未真正走上修煉之路。
所以我們可以說，王陽明並未真正在道教的修煉知識上作理論的鑽研，其實踐亦僅是淺嘗即止，因此其後對道教修煉之事的發言，都還是回到儒家聖人志向的價值心態上講話，因此說得都是儒家的觀念理論，而不是道教的修煉知識。參見：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冢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學生問的是立志，意旨當然是儒家的成聖賢之志，陽明答的也是儒家聖賢之志，方法就是存天理而不忘，則心智凝煉終成聖賢，陽明卻以道家結聖胎比喻此心智之凝煉，道教結聖胎之後，則日漸培養亦終能成天仙，陽明只是藉此以為比喻，亦非在理論上將心智凝煉直接等同於結聖胎，結聖胎自是結聖胎，立志自是立志，兩者在理論與實務上都還是兩件事。本文僅是借道教觀念說儒家觀念，因此說的當然是儒家意旨，但是，王陽明即便是在說道教觀念時，也還是說得儒家意旨，參見：
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為氣，凝聚為精，妙用為神。」

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必各有寄藏發生之處；又有真陰之精，真陽之氣，云云。」「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云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尚有無窮可疑者也。

第一文的意思在第二文中即已全盤顯出，良知概念在王陽明的使用中，是以之為本體宇宙論的宇宙本體之義，這在本文中是再明顯不過了。因此仙家的元氣、元神、元精的宇宙論知識意義全被消弭了，並非道教的宇宙論概念不成立或不存在，而是在王陽明的知識系統中沒有這些知識存在的地位，在王陽明的心中，儒家的氣化宇宙論自張載以降的系統就是這個世界的宇宙論知識系統，流行為氣妙用為神就是張載的觀念，世界是一氣化有無隱顯的全然實有之世界，陽明沒有明講神仙不可能，但是知識世界中並不安立它們的位置，以良知為主體價值平治天下而成聖人就是生命的目的以及世界存在的意義。仙家的宇宙論知識不能出此之外，因此仙家的可能與否的問題陽明根本未予討論，所論者僅有儒家氣化宇宙論的道德價值本體一事而已。
陽明論仙家宇宙論概念是如此，論鬼神亦然，參見：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世俗義之鬼神存在與否？陽明此說中沒有正面討論，以集義而行德性生活，則不需怕鬼，似乎即便有鬼之存在，鬼亦尊重德性而不會傷害正直之人。弟子以有惡鬼會傷人質疑之，陽明卻不從惡鬼傷人的角度討論此事，而是以邪鬼不能迷正人的進路回答之，陽明所關心的只是人們自己的正直與否、集義與否、與過德性生活與否，反之，好色、好貨、不當怒、不當懼者皆是人之德性生活的缺失，而無所謂鬼迷之事。因此，實際上是否有惡鬼傷人之事，陽明根本未予討論，而是只管人的德性生活，因此對於宇宙論的鬼神存在問題，陽明不如朱熹，朱熹從宇宙論的魂魄說正面明確地討論鬼之存在的問題，亦是儒學理論的一大進展，陽明則全無理論上的貢獻。但是，對於鬼之傷人的問題，朱熹的立場其實一如陽明，朱熹自己也是不理會惡鬼為祟之事，可以說朱熹也是以德性生活為君子唯一正事，也是無懼於惡鬼的。總之，以此處之討論而言，陽明就是不討論惡鬼，只討論人之正直行善與否，完全沒有正面面對宇宙論義的鬼之存在與否及如何對治的問題。
　　陽明自己曾經修煉仙家神通之術，透過靜坐而略有前知之神通。但對弟子的靜坐活動之提問，卻也完全不從修煉術的角度討論，可以說陽明所重在德性修養，靜坐修煉之事也是不提了。參見：

一友靜坐有見，馳問先生。答曰：「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或務為玄解妙覺，動人聽聞。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我這箇話頭，自滁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醫經折肱，方能察人病理。」

　　道教養生成仙之事陽明中年以後既已不務，則對靜坐活動便不再重視，雖然早期仍有以靜坐教人收斂心神，以輔德性，但靜坐既久，一般學子便易於流入談玄說虛的神秘經驗中，或是喜靜厭動不務社會服務事業的缺點中，因此便不再強調這個身體活動的德性輔助工夫，而是直接提致良知的心理修養工夫。陽明早期為何仍建議靜坐呢？理由是學子讀書，不務躬行實踐，只管口說文義，甚至較競異同，只管比較知識道理，卻不能真正在心上落實、在事上實踐，因此要求學子靜坐，此時之靜坐其實也還是心理修養工夫，因此稍能治癒口談之病，只是又有上述缺點。後來，陽明便只管心理修養一路，只提致良知教，以提起主體的本心良知以應對事物，這就是頭腦處，就是立乎其大者，也就是德性生活的根本之道。陽明自述這是他自己親身經歷的經驗，因此知道靜坐修煉不是重點，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才是真工夫。因此，究竟靜坐修煉能有什麼身體的效能之事，這在陽明又是一件存而不論的知識了。又見：

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汝若以厭外物之心去求之靜，是反養成一箇驕惰之氣了；汝若不厭外物，復於靜處涵養，卻好。」

弟子問靜坐，陽明關切的是靜坐之目的若只是要止息私心欲心則可，若是企圖逃避世事則不可，這反而是驕惰之氣，驕者輕視世事，惰者遺棄責任。至於靜坐修煉的目的與知識，陽明又是全未論及。

陽明對道教長生不死之神仙知識，在他建立知行合一及良知說之後，就都是一概不提的態度了。弟子以仙家之事問之，他便答以聖人君子之道。弟子王嘉秀表示仙家與佛家有聖人之上一截工夫，故不必先排仙、佛之道，以此問於陽明：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貢，有由傳奉，一般做到大官，畢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極處，與儒者略同。但有了上一截，遺了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誣也。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分裂失真，流而為記誦、詞章、功利、訓詁，亦卒不免為異端。是四家者，終身勞苦，於身心無分毫益，視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慾，超然於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學者不必先排仙、佛，且當篤志為聖人之學。聖人之學明，則仙、佛自泯；不然，則此之所學，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難乎！鄙見如此。先生以為何如？」先生曰：「所論大略亦是。但謂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謂道』，但『仁者見之便謂之仁，知者見之便謂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豈可不謂之道？但見得偏了，便有弊病。」

陽明基本上大致肯定此說，但所謂「大略亦是」卻不清楚究竟是指得哪些部分的意見，不過，陽明以聖賢之道是徹上徹下的，因此沒有所謂上一截下一截之分之事，亦即是說君子若真務力於聖學之時，則內聖外王一齊通透，並不會有「流而為記誦、詞章、功利、訓詀，亦卒不免為異端。」之事。顯見仙佛的修養工夫，陽明仍是一概不取。可以說在陽明的思路中，儒家的聖人境界，就是天道的全幅顯現，沒有絲毫不足，因此無需取徑於仙佛。又見：
先生曰：「僊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僊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卻於本體上加卻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起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仙家說虛，佛家說無，陽明認為其所說確實究竟，但畢竟仍執著於說虛說無上，亦即於本體上多加了這許多東西，「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歸根究底，陽明的意思還是良知提起便是萬事畢矣，良知做為宇宙本體，可以說虛可以說無，其虛其無正是張載之太虛無形宗旨，但此太虛無形之宇宙本體卻是能發用流行的，一方面是天地萬物的生發變化，另方面是聖人事業的經綸天下，因此根本上還是與仙佛之所說虛及無之意不同，仙家說虛故務於養生，佛家說無故欲脫離生死，這都不及儒家發動良知之後務力於建設家國天下的實事實功之中者。關鍵即在，良知是陽明本體宇宙論的最高範疇，既是天道本體，亦是人之本性，既是主導天道變化的形上原理，又是主宰人心活動的本心主體，從形上學的天道本體之存有論進路說，良知可為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因此可以接受仙家說虛佛家說無之意旨，但是從天道本體的本體宇宙論說時，這個天道本體就會發用流行了，亦會主宰人心之實踐了，故而不需與仙家佛家說虛說無爭辯，但是絕不停留在其虛其無的意旨中，那就是仙家佛家的執著，於本體上加了意思，不是真正本體面目。
陽明此說，於仙家之虛與佛家之無都無認識的實義，都就只是儒家本體宇宙論、存有論、本體工夫論的意見發表而已，可以說也談不上三教辯證了。於道教如此，於佛教亦然。
5、 對佛教的意見
陽明對佛教當然也是批評的，但批評的思路與前節對道教的思路差別不大，然而，因為陽明自己有些無善無惡的說法，表面上似與佛教價值觀接近，因此導致了自己必須予以澄清，這就使得陽明的儒佛之辯似乎複雜多了。下面一段很長的對話，就是陽明自己澄清他的思路與佛教的不同之處，關鍵還是儒家是要治世的，而佛教是不能治天下的，參見：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為善，以草為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為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著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輔相。」曰：「草既非惡，即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卻是佛、老意見。草若是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卻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著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惡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於理，不著意思？」曰：「草有妨礙，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著了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卻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著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念懥、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即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首先，陽明自持良知發用流行，意之所在即予正之的立場，因此主體並非堅持什麼相對的善惡的立場，而是在純粹至善的良知持守中，隨順良知之發用而已。故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原來，弟子以除草喻治惡，依陽明，認為弟子是尚處在以善治惡的狀態中，而尚未進至良知純然發動的狀態，因此會隨私意轉換欲治之對象，故而評為「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關鍵還是是非善惡的判斷尚涉私意，不是純粹至善的境界。若達純粹至善的境界，便無私意之惡之除滅，一切依循於理，不落入相對善惡的情緒中，故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然即此說，弟子問以與佛教無善無惡之說何以異？這才是陽明必須辯說的地方，因此本文之儒佛之辯，其實正是陽明自己無善無惡說造成者。
陽明辯佛之立場，即是以佛教說無善無惡，是確實於天下事沒有是非善惡之辨，因此沒有治天下的價值立場，亦即沒有純粹至善的良知發動的行動力，故曰：「佛氏著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至於儒家，自有天理在，天理即良知，則必有行善去惡的實踐要求在，只此要求一依天理，非個人私意，非刻意作好作惡的私心慾望，因此說聖人亦無善無惡。討論至此，我們可以說，儒家的價值意識永遠是至善的立場，至善是指得在家國天下的範圍內追求一個理想的社會體制的目標，主體的意志純粹化了之後，一切依天理而行為之時，並無個人的私意好惡，因此在主體的境界上得說無善無惡，並且在天理作為一個永恆不變的理體的抽象存在特徵上也可以說得無善無惡，此時與朱熹說的理是潔淨空闊的討論是同樣的思路。但陽明的抽象思辨進路的思路較少，而多談的是主體意志完全純粹化之後，堅定地持守在至善無惡的立場，因此絕無一毫私意之善惡的狀態，其實就是做到了不動心，沒有私意之好惡，故亦說得上無善無惡。只是這種說法總是易與佛教命題牽扯不清，不知者謂其入佛，弟子境界不夠者亦易於依此而流入空疏，此正陽明之說需要自我澄清之處。
接下來一段草需去除與否的語言往來，其實就是儒者的立場還是要治天下，還是有為天下舉事行動的態度，因此該做事就要做事，該去惡就要去惡，但行動依於天理，並非私意好惡，因此有惡必除，並非事事皆無善惡而不必除草。
再下來「然則善惡全不在物」的討論，便進入了陽明格物致知說的模式裏，陽明為導正他自以為的朱熹窮理於外的錯誤，主張心與理一，亦即主體的意志要用力的是對治心中的惡念，善惡只在胸中一念，而非外在事物的本身，道德實踐即是實現良知所發之好善惡惡之事，若不能依於良知所發而去實踐，而仍在討論外在事物之是非對錯就是馳求於外，則於聖賢事業毫不相干矣。此說之中，對於外在事物本身之有是非對錯是一回事，陽明不能否定之，陽明說的善惡全不在物，是工夫論的意旨，是說得主體的善惡而不是外在事物的是非對錯。陽明的思路卻是，外在之事是對的主體就要實現它，是錯的主體就要去除它，主體是是錯錯都還是主體的自我善惡分辨之事，主體沒有實踐對的或除去錯的就是主體的錯，就是主體的惡，所以主體的善惡不在外在事物上，而在主體自己之內，因此仍是主體之心的事業，而不是外在事物的問題。陽明的語言有他特定的語意，釐清這套思路，澄清他的語意，則陽明之說可以成立。但朱熹之說也無錯誤，朱熹所說的就是天下事之如何是對的如何是錯的這件事情要講究清楚，這就是窮理要做的第一步，第二步也就是落實它實踐它，因此朱熹也是知行合一論的立場，不能因後人光知不行就以朱熹窮理於事事物物的命題是舍心逐物，馳求於外。
又下來，「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的討論，就是一般的本體工夫的說法，守住本體，好惡一依於理，而沒有任何個人的私意，就是守在心之本體，就是守住未發之中的性體。
最後一段學生又問「緣何又是軀殼起念」，陽明顯已不耐，說了一大篇，就是要學生瞭解主體自己的心念之正與不正才是道德實踐的關鍵，而不是外在事物的是是非非，因此草應不應除去不是重點，重點是自己的心有沒有務力於為善去惡，此事非關草之除不除，不是也有窗前草不除的茂叔風範嗎！
由本文的討論可知，陽明用語特殊，因此自己惹來需與佛教命題區別澄清的麻煩，至於價值立場上，儒家就是要治世的，而這正是儒佛之別的根本關鍵，這才是陽明辯證儒佛的重要立場。
陽明以無善無惡之說被學生疑為近佛，但是陽明自己卻不時會引用佛教術語以說儒家意旨，這是因為，陽明的世界觀及價值意識已定於儒家，天道流行與主體實踐都是以儒家思想為根本型態，至於道佛則是出入偏差的系統而已，因此道佛中有些說對了的地方自可取為己用。陽明並不是謹慎的理論研究者，以及語言的約定使用者，他根本沒有去管佛教術語是有其背後整套不同的世界觀及價值意識的，因此便有大膽取用的現象，但這卻造成陽明儒佛辯證中有意旨不清的缺點。參見：
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若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惟有寐而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夜氣」之說。但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寧靜，愈不寧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者遊乎？（陽明答）「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北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為失其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說「夜氣」；卻是得兔後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兔將復失之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卻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卻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卻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本文是弟子與陽明討論格物致知之工夫如何操作的文字，旁及儒佛之辯。弟子以為隨物而格之工夫不易實施，以及此工夫與佛家不思善惡、本來面目之說有所不同。陽明竟答以「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此實為僅其語意相近便直取之的做法，陽明完全不追究佛家之「本來面目」卻是佛性般若之智，而非天理流行的儒家良知道體，陽明又以「隨物而格」即是佛家之「常惺惺」，這還是取其近似即以為同之做法，
甚至說「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顯然陽明對儒家天道流行的世界觀是執定以為絕對真實之理，因此佛教之說亦只能是此世界觀價值意識的說明系統，只是佛家尚有把握不住的地方而已，於是說「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陽明說佛家之自私自利之心，其實完全沒有展開真正的辯論，就是一般儒者的通見而已，至於儒家立場，則是培養良知，依天理發動，致力於家國天下之事事物物之中，便不必刻意去除念頭、不思善惡，否則便入於「斷滅種性」、「槁木死灰」。陽明自己於千死百難之中體會良知，良知之感應來去真真實實，因此一切依於良知而為之行動即是真正的道德實踐事業，便無將迎意必之弊，則既無不思善惡的虛工，也無夜氣之需存，其弟子正為不能真致良知才有種種弊端，故說為此。就以上一段之討論而言，陽明自己天縱聖才，動心忍性不能移，但一般弟子正是做不到此點，陽明的回答還是直守本心提起良知一路，道理是說對了，但於工夫入手、下學上達、漸修漸進之方仍無所說，又因話頭太高明，牽引佛教概念不加分辨，反而易起無謂的誤解，他自己自信得及，敢於創說，但在帶領弟子上，卻不能不留下智悟不及、心性不定的後人在理解上的弊端了。下文即是弟子不能掌握其意而再致申問的一段文字，參見：
 來書云：佛氐又有常提念頭之說，其猶孟子所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即「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於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間斷耳。且念頭放失，多因私欲客氣之動而始，忽然驚醒而後提，其放而未提之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今欲日精日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即全功乎？抑於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乎？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焉，又為「思善」之事，而於「本來面目」又未達一閒也。如之何則可？（陽明答：）戒懼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豈有兩事邪！此節所問，前一段已自說得分曉，末後卻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及有「『本來面目』未達一閒」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為病，去此病自無此疑矣。

本體工夫就是主體意志純粹化於德性價值一事而已，道理上是簡易直截的，實踐下去時就是持續純粹化主體意志一事而已，有任何的私意念起，就是再度克制就是了，而不是於方法上有什麼萬無一失的途徑，所以陽明有行了以後才會知的說法，就是說行動了以後自己還是會產生私意慾望的念頭，因為面對的外在世界還會有更新更大的是非利害擺在前面來引誘自己，於是就是再度下正念頭格物欲的工夫。陽明弟子之問，就是尚未好好實踐，一意在知解上要求索個萬無一失的方法，其實正是意志不純粹的結果，因此陽明十分不耐，道理都講過了，只剩自己的意志貫徹之實踐一事而已，弟子還是提出這麼多的問題，因此指責他有自私自利之病。這一段文字並無更新的義理討論了，只能說是功力高下不同的兩人在話語上已不投機了。
以下還有兩段文字亦是陽明闢佛的意見，說法並未有什麼新意。參見：
先生嘗言：「佛氏不著相，其實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實不著相。」請問。曰：「佛怕父子累，卻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卻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卻逃了夫婦，都是為箇君臣、父子、夫婦著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箇父子，還他以仁；有箇君臣，還他以義；有箇夫婦，還他以別；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佛氏之不著相自有佛家的理論意義在，陽明並沒有深入佛教義理世界，只是一昧以儒家的立場改變不著相的定義。陽明的不著相是依於天理而行之不著相，是當喜怒哀樂即喜怒哀樂而謂之不著相，因此家國天下父子君臣之事都是該承擔就承擔，故而是不著相，但卻必須是以仁義禮知的價值意識來貞定事物之應如何處置，自己心中不再有私意慾望，故而說是不著相。此說中仍是談不上儒佛辯論，只是儒家立場的申述而已。下文儒家立場的申述意見更為鮮明，參見：

或問：「釋氏亦務養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先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卻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功夫。釋氏卻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漸入虛寂去了；與世間若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冶天下。」

佛教養心這是儒者知道的，但是儒者必欲於養心一事上再與佛家分個是非，這就是養心要落實在家國天下的承擔治理上，而這正是佛教不及之處。佛教如何而不治世？儒者並不追究它們的道理，只是以儒者的立場予以批判而已。所以本文還是自申己意而談不上辯論的一段文字。
縱上所論，陽明於辯佛一事，並無積極的理論貢獻，所持者僅有治天下與否之唯一一義，此義卻是所有儒者早有的基本立場，因此他於儒佛之辯的理論上無有新說。但是，因為陽明於儒家的價值意識自信最高，其良知說亦已發展為形上學的本體宇宙論及主體實踐的本體工夫論，因此一切言論莫不歸儒，所以佛家的話頭他也敢拿來使用，於陽明則用之仍為儒義，於弟子便不然，於是他又得自己消化一些說得過頭的話頭，主要即是無善無惡說，其實此說本來不是儒佛之辯的關鍵問題，問題就在儒者的忌諱之心態，如朱熹以無形說無極即遭象山指斥為道，陽明擅用無善無惡說當然也會遭弟子質疑與後人批評為佛，因此必須十分費力說明，這反而成了他自己的儒佛之辯之重要課題。其實這只是一項語意約定的問題而已，或者說是問題意識的澄清問題而已，澄清了即無誤解了，但也還是沒有深入儒佛之辯的課題中。
6、 對卜筮活動的意見

卜筮並非直接相關三教辯證，但卜筮在儒學史中仍有是否涉乎求問鬼神之討論，這就有儒學理論系統的相關定位問題，陽明對此事有所發言，這就有值得討論之處了。邵雍、朱熹皆以之為求問鬼神以預測來事，求問與告知的卜筮活動便成為人神互動的事件。陽明良知發用一切自足，對於卜筮活動的問告之義並不直接否定，但卻更重自覺而非問告，參見： 
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只為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尚有所涉，惟天不容偽耳。」

陽明對卜筮的意見，是將卜筮活動上升為窮理之意，因此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即是窮理亦是卜筮，如此其實已經轉化卜筮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定義了，因此卜筮不專指問告鬼神，而是一切窮理實踐的活動，是「求決狐疑，神明吾心」的事業，只是陽明尚未取消卜筮有問告於天的意義而已，問告於天 即仍有問告鬼神之義在。雖然如此，陽明卻不鼓勵問告於鬼神，不鼓勵問告鬼神是因為此舉尚涉私利之心。陽明不論卜筮，因此即不論前知，參見：
或問至誠前知。先生曰：「誠是實理，只是一箇良知。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動處就是幾。誠神幾曰聖人。聖人不貴前知；禍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只是知幾，遇變而通耳。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若有箇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趨避利害的意。邵子必於前知，終是利害心未盡處。」

問至誠前知，陽明以周敦頤的「誠神幾曰聖人」答之，意即聖人貴至誠，至誠則知機，知機即知是非，知是非是主體性價值自覺地知，而不是問告鬼神預測地知，甚至「聖人不貴前知」，只管是非，因此「禍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禍福是外在的，至誠是主體的自覺，自覺善惡之機，因而應世而已，「聖人只是知幾，遇變而通耳。」顯然，陽明只關心君子是否自己挺立道德主體性，只管良知發動便去正是是非非，聖人事業只此而已，若必欲求知禍福之後才發為舉動，便是私心計算，陽明以此批評邵雍。陽明自己的一生，就是良知指導下的人生，沒有利害的計算，只有是非的行止，結果成就了無數的事功，但也遭致了巨大的威逼迫害，陽明的生命意志是昂揚的，卜筮、前知對他來講是不重要的，如此更能顯示出良知教的強悍精神，雖然如此，陽明仍未在理論上否定卜筮問告、前知預測等事，只是表示了儒者應有的對待態度而已。
7、 王陽明的教學風格

王陽明一生治世教學，事功不忘讀書，讀書即刻實踐，體悟有得即教學，教學風格中顯見嚴峻精神，亦有似禪之處，其實，禪以明心見性體空證空為方式與方向，禪儒方向不同，亦即價值意識不同，但方式是相同的，亦即皆是本體工夫的心理修養活動，拳守價值意識之後，就是持定不放一事而已，陽明的價值意識以良知概念定位，即是儒家的仁義禮知誠善諸價值，在做工夫時，只有價值意識以為意志之主宰一事，再無其它有無能所一多內外之念，還在關心其它問題的就是沒有守住良知善念一事，就是沒有真為聖人之志，此與禪宗教學只問本心之形式全然相同。陽明有許多與弟子談修養的話語紀錄，弟子的缺點都是立志不足發為念濾因而提出如何反回本心的問題，陽明之回應皆是要求直接立起良知本心，因此語多嚴峻，其實就是弟子沒有真在心上下工夫立志的問題而已，因此陽明就是要求弟子直接在心上做工夫的做法而已，也就是要直接做工夫就沒有問題了，並且，陽明對於弟子們的私人毛病都看得清清楚楚，一語中的不留餘地，教學過程十分精彩，感人至深，值得介紹與討論。以下節錄若干對話討論之。
首先從弟子孟源的好名之病說起，參見：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已，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傍曰：「此方是尋著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色變，議擬欲有所辨。先生曰：「爾病又發！」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箇大根；四傍縱要種些嘉榖，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

孟源的好名之病師已知之，並予警告，無奈孟源病症不輕，當場發病，便受陽明一再斥責。故事是說有別的人在老師面前談他自己的修養毛病，老師尚未開口，孟源即強行出頭指導他人，當場被陽明斥責為「爾病又發！」，孟源嚇著，欲辯解己意，此一欲辯之心又是好名之病，陽明二度斥責「爾病又發！」。顯見孟源病症嚴重，陽明因而以好名之病已成大樹喻之，若不將此樹連根拔起，則任何其它的正見都還會被此病遮蔽，亦即行一善行未及成功，便又將被自己的驕傲之病把效果破壞了，驕傲一出，善行即失去意義了，好名即是驕傲，好為人師指點他人即是好名。本文顯示好名、驕傲之病是士人常有的病症之一，就是私心的一種顯現，不易除盡，而陽明對弟子此病卻是見得十分清楚，並且不留情面，當場要求改正，這就是他的教學風格。陽明教學直搗病症之做法又見：
先生問在坐之友：「此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敘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請是。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卻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做工夫就是直接要求正心誠意格物致知，就是心上直接下工夫。陽明要弟子說說自己的工夫，一人說可能的境界，一人說前後的差別，都沒有說到自己的決心與意志上，因此陽明當下批評為只是在說效驗及光景，陽明認為做工夫之重點唯在此心之真切上，而不是已經有了什麼成效或想要的境界是什麼的問題，說到這些地方時又是務於外了，又是私心出現了。
陽明少時學仙佛，但成一家之言後即不再言及仙佛，若有弟子執意詢問，陽明便是嚴厲斥責的態度，參見：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為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嘆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閒。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輒自信自好若此，真鴟鴞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卻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辨箇真要求為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尚自不會！」

陽明體認聖學易簡廣大，這是儒佛不同之處，亦即儒學就是以愛民成物之心致力於天下之事而無一毫私欲者，故為易簡廣大。弟子蕭惠好仙佛，陽明為說儒佛之辨，卻說蕭惠所好之道為二氏土苴，即指養心神通之事者。又說仙佛之妙與聖人接近，陽明之意就是仙佛之妙必即仍是儒家之聖人事業，但世人多為其養心神通能力所吸引，因此只知土苴。無奈蕭惠不悟，還要問仙佛之妙，遂被陽明責備，蕭惠慚愧，只好硬著頭皮再問儒家的聖人之學，此時陽明知道蕭惠只是略盡人事，充個場面，做個好球給老師打而已，態度上十分不真誠，因此再度責備他，要求他要真正立志了再來問這個問題，其實蕭惠要是真正立志了，則儒家聖學本就只是易簡廣大而已，直接努力就可以成功了，便也無須再問了，糟糕的是，蕭惠真是孥鈍，他真以為老師是不想跟他講，以為老師是責罵他不夠誠意，因此一心急切著展現誠意，要求老師務必說與他知，陽明也就只好無奈地冷冷地說，早就跟你講完了你還是不懂。陽明「已與汝一句道盡」的是什麼呢？其實就是易簡廣大而已，就是直接去做而已，因為儒學就是天道的本身了，就是一個良知說盡一切事。
本文中，陽明於儒釋之別又是自信過多，「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閒。汝今所學，乃其土苴。」就是這段話讓蕭惠不明究理，其實儒佛之別豈是毫釐，只是陽明已全為儒者思維，佛道只是儒家正宗之一小偏之教而已，故有此語。
陽明也有輕鬆對待弟子之時，而此時也正是他自己的自信展發之時，參見：
王汝中、省曾侍坐。先生握扇命曰﹕「你們用扇。」省曾起對日﹕「不敢。」先生曰：「聖人之學不是這等綑縛苦楚的。不是妝做道學的模樣。」汝中曰：「觀仲尼與曾點言志一章略見。」先生曰：「然。以此章觀之，聖人何等寬洪，包含氣象。且為師者問志於群弟子，三子皆整頓以對，至於曾點，瓢飄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來，何等狂態；及至言志，又不對師之問目，都是狂言。設在伊川，彧斥罵起來了。聖人乃復稱許他，何等氣象。聖人教人，不是箇束縛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從狂處成就他，狷者便從狷處成就他，人之才氣如何同得。」

陽明自述是狂者胸次
，一身承擔天下，世俗的議論與禮教是不放在心上的，因為為學的重點是在良知直接呈現以應世事，因此是否提起良知便是工夫的真正關鍵，有時候生活上的敬畏謹嚴倒不是他太在意的細節，當然，一旦弟子的行為放縱，而顯現驕心私欲時，陽明還是會立即斥責的。一日，陽明與諸弟子坐談，或是天氣炎熱，允弟子用扇，諸弟子皆不敢造次，陽明說，聖人氣象不是如此拘謹，弟子放鬆些可也。此時，王龍溪在侍，知師心意，以曾點言志故事喻之，陽明許之，竟謂曾點亦是一狂態，但聖人許其狂，意謂陽明亦許弟子之狂。其實，曾點是雲淡風清，沒有好勝私欲之心，但也未必就有戮力篤行拯救天下之志，孔夫子心向此意境，故稱許之，但孔夫子之一生，可是與陽明更近似些，而非曾點型態，只其晚年回鄉教學，看盡天下事，心情已淡然許多了，故而較願貼近曾點之清淡的心情，而不是曾點有狂者胸次，是陽明以己心體貼曾點了，陽明中年即逝，一生都還在汲營天下事中，狂心不免，只是能守得良知致中和的定力而已，故成儒者典範之一代宗師，因此關心弟子是否真正進取，而不是日常生活的謹畏敬凜而已，故有此一公案。
    陽明對弟子立志的要求是最為嚴厲的，若弟子隨便說些立志的話，陽明是會嚴厲責備的，參見：

何廷仁、黃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顧而言曰：「汝輩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侯璧起而對曰：「珙亦願立志。」先生曰：「難說不立，未是必為聖人之志耳。」對曰：「願立必為聖人之志。」先生曰：「你真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為聖人之志矣。」洪初聞時心若未服，聽說到不覺悚汗。

提起良知就是立志，立志就是立為聖人之志，為聖人就是承擔先下事而無私欲，然而這可就是要堅苦卓絕大死一番才真正承擔地了的了，陽明一生親證及此，因此這是真實工夫的事業，不是嘴上說說而已，至於道理可是簡易直截沒有曲折艱困的地方。陽明以此告誡弟子，弟子侯璧，心思單純，似子路，開口即說願意承擔此志，陽明知其功力未到，評為尚非聖人之志，侯璧欲示其誠，再說願為聖人之志，陽明應是早知此子之狀態，見出他還有許多私心私欲在糾纏，便直說出他的缺失，令侯璧直冒冷汗，也就是說在陽明門下之弟子，老實用功即可，不必逞嘴上之快，陽明智慧第一，弟子的心性修為清清楚楚，稍有言過其實，陽明必不客氣地予以糾正。
陽明對自己所說的良知教的修養方法十分自信，不容他人議論，若有隨意批評者，必遭指責。參見：

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著。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是友愧謝。少閒曰：「此量非你事，必吾們稍知意思者為此說以誤汝。」在坐者皆悚然。

 
有學人放言高論，說私心私欲是人常有之，不可能於靜坐時一次掃光，若強說掃除一切私欲，恐將生機一齊灼喪了，即是「剜肉做瘡」。陽明聞之十分生氣，做工夫除了將私意私欲一起掃除之外還有什麼？因此予以指責。這就是陽明的工夫論宗旨，即便是聖人亦只是此一方式，因此絲毫不許弟子輕議，顯然陽明對說這話的學人十分不滿意，又發覺可能是自己的弟子跟他這麼提起的，因此一時之間陽明弟子亦被責罵了。
對於弟子不知自己下工夫而要求有一完備無誤的方法時，陽明都是不再說學理，只會要求他們得自己實踐了之後才能體會，參見：

一友問功夫不切。先生曰：「學問功夫，我已曾一句道盡，如何今日轉說轉遠，都不著根！」對曰：「致良知蓋聞教矣，然亦須講明。」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講明？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糊塗。」曰：「正求講明致之之功。」先生曰：「此亦須你自家求，我亦無別法可道。昔有禪師，人來問法，只把麈尾提起。一日，其徒將其麈尾藏過，試他如何設法。禪師尋麈尾不見，又只空手提起。我這箇良知就是設法的麈尾，舍了這箇，有何可提得？」少閒，又一友請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麈尾安在？」一時在坐著皆躍然。

做工夫就是自己將道德意志提起以應對世間事，弟子討論做工夫不得力應如何救治？陽明認為根本不是知識上如何提供方法的問題，而是心志貫徹與否的問題，因為道德良知人人心中本有，提起即是。但是弟子卻以為自己要問的就是良知如何提起的操作細節的問題，因此問得有理，所以還是提出詢問。陽明則講了禪師的故事，塵尾就是比喻佛教的本心本性，提起塵尾和提起手都只是說明要提起本心本性實際下工夫而已，因此弟子的問題就是是否實際下工夫的問題，下了工夫之後自然會知曉其中的艱難之關鍵，而不需要再問更多的細節方法。在另一個場合中又有弟子問如何做工夫的問題，陽明即以禪師之喻說我塵尾安在？亦即要弟子去找他自己的良知予以提起即是，即是要弟子去實際做工夫而已。
陽明對弟子的心性修為清清楚楚，因此也有對機教學的風範，參見：
先生鍛鍊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倒看你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為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答異，皆反其言而進之。洪與黃正之、張叔謙、汝中丙戌會試歸，為先生道塗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們拏一箇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得箇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洪又言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先生一言翦裁，剖破終年為外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懼。

聖人心胸廣闊，視民如傷，愛民如己，救難天下人，見天下人都有成聖人的可能性，即如佛見眾生皆是佛之義。陽明弟子便以「見滿街都是聖人」為機峰，展開言談。王汝止傲氣過重，自以為是聖人，故說「見滿街人都是聖人。」陽明諷刺他說，是你自己自以為是聖人，滿街人都看你裝模作樣地扮個聖人。董蘿石質樸守分，尊重世人，故其說「見滿街人都是聖人。」時，陽明知其心中確實誠篤如此，故而說這是平常之事，我輩儒者皆應有見及此，故而無須特異。陽明與弟子對答，反其言而言，不務究理者真不知其意旨為何。

又一次，群弟子在外宣教，卻亦是自傲過人，把別人當作愚夫愚婦，自以為是大人蒞臨教學。故而陽明指責他們自己高傲得以為是聖人，故而人見之不喜，都無意與之學。一弟子不明此意，以為陽明既是聖人，學生以陽明師說教人，人人皆應尊敬受教，否則人品不高，有眼無珠。陽明則以為弟子過傲，儒者必須自己先尊敬平民百姓，平民百姓才會尊敬你，儒者氣象是要謙虛下民的，不是高高在上要人民崇拜的，這都是為外好高之病。
以上藉由數則陽明教學的風範展現陽明為師之風采，並無理論建構之新意，但有實踐體證的事蹟，值得討論，說明如上。

8、 結論

本文之做，著重於說明陽明三教辯證的立場及其背後所預設的形上學基礎，立場是說明清楚了，但是陽明自己的哲學論證卻是十分不足的，不似陽明於談工夫論時的知行合一說、致良知說、格物致知說等等之條理分明；雖然如此，陽明於形上學問題的根本立場卻都仍是程朱的一套，不能有任何差別，學術界一般以陽明批評於程朱的學說無限上綱為陽明與朱熹有對道體的不同形上學立場，筆者完全不贊同，這是陽明首先混淆於前以致學者跟著混淆於後的錯誤，本文即有在此澄清宗旨的積極目的。關鍵是陽明將本體工夫的命題與朱熹的工夫次第的命題與存有論的命題做了錯誤的比較，以致產生不必要的對立，細心做哲學史研究即可釐清其說，不必千年之後還是接著犯錯。本文對陽明所展開的三教辯證是採批評否定的立場，陽明不是好的形上學家，也不是好的三教辯證理論家，所說毫無新意，意旨單薄，真無可觀之論者，不論是否無意於此還是真無所見，他展現出來的辯證道佛結果都還只是儒家立場的再申己意而已。本文另討論了陽明的教學風格，確實顯現了一代宗師必有的風範氣度與嚴厲氣勢，為陽明展示出來，以見證他的學說在教學上應有的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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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陽明傳習錄及大學問•傳習錄下》頁130。


�  《王陽明傳習錄及大學問•傳習錄下》頁143。


� 《王陽明傳習錄及大學問•傳習錄下》頁134。


� 《王陽明傳習錄及大學問•傳習錄下》頁147。


� 《王陽明傳習錄及大學問•傳習錄上》頁16～17。


� 《王陽明傳習錄及大學問•傳習錄上》頁44。


� 《王陽明傳習錄及大學問•傳習錄上》頁59。


� 《王陽明傳習錄及大學問•傳習錄下》頁138。


� 參見陽明言：「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纔做得箇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揜言也罷」。《王陽明傳習錄及大學問•傳習錄下》頁158～159。


� 《王陽明傳習錄及大學問•傳習錄下》頁139。


� 《王陽明傳習錄及大學問•傳習錄下》頁146。


� 《王陽明傳習錄及大學問•傳習錄下》頁146～147。


� 《王陽明傳習錄及大學問•傳習錄下》頁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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